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攸關台灣政治發展的外部力量–美國，其對台灣民主轉型之

影響為何？美國對台灣的民主發展是無條件支持？或視情況而

定？由於二次大戰結束以來美國在國際事務之領導方式已由強

調政治、軍事與經濟逐漸轉為除了政治、軍事與經濟外，亦著重

民主、自由、平等之非物質因素以及多邊主義之精神，因此本文

從「霸權穩定論」之演化的角度出發，強調「美國自由霸權」與

傳統霸權穩定論之差異，並就美國在海外的人道與民主干預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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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出一個可以解釋並分析美國對台灣民主發展之角色分析的

研究途徑。我們認為美國對台灣民主發展的態度基本上是同情並

且支持的。但在後冷戰時期，一方面由於中國國力的上升，另一

方面台海穩定與亞太安全逐漸成為美國對台政策之最核心考

量，而這種考量則同時包含了政治、軍事、經濟與民主、自由之

精神。這正是學界近年來之所以強調「美國自由霸權」，而非僅

從傳統的「霸權穩定論」去解釋美國對外干預的原因，而這也呼

應本文所持霸權穩定論之演化的觀點。 

 

關鍵詞：台灣民主、台灣安全、霸權穩定論、霸權穩定論之演化、美

國自由霸權、干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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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對許多國家的民主政治發展來說，美國可謂是最具影響與關鍵

的國家，此乃為一般之通說。
1 對台灣而言，「美國因素」非但影

響了它的政治民主化，同時也深刻地左右了它的國家安全，乃至於

它與中國大陸之間的政經關係。然而，攸關台灣政治發展的此一外

部力量，究竟其本身對台灣民主轉型的作用與影響之邏輯為何？它

又是如何既幫助且制約台灣的民主發展？本文擬從「霸權穩定論」

之演化（evolution of 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的角度來探討「美

國因素」對台灣民主發展的影響，以及它對台灣國家安全的意涵。  

回顧台灣的政治發展與民主化歷程，從冷戰時期蔣中正與蔣經

國兩位總統的威權統治時代，到後冷戰時期李登輝總統的民主轉型

時代，再到 2000 年後的民主深化與鞏固時代，華盛頓在每一個階段

裡皆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
2 但是在這不同時代當中我們也發現，

美國對台灣民主化進程中的若干議題卻有著不一致的態度。整體而

                                                        
1. 一般來說，影響一個國家進行民主轉型的外部力量可區分為來自於國際組織（主要是歐

洲聯盟）與國家（主要是美國）（Huntington, 1991:87-100; Burnell, 2005:361-384）。關

於歐洲聯盟對民主轉型之影響的文獻可參照（Pevehouse, 2002: 519-529; Levitsky and Way, 

2005:27-28）。關於美國對民主轉型之影響的文獻請參照（Muravchik, 1991; Cox et al., 

2000）。在「美國因素」的影響上，David Adesnik 與 Michael Mcfaul 即認為，不論是民

主或非民主政體，它們基於許多的理由而必須依賴美國，例如：統治權威的正當性、安

全承諾、國際支持、經濟援助、武器供應，與軍事轉移等（Adesnik and Mcfaul, 2006: 7-26）。 

2. 本文主要是觀察、探討從 1986 年以來美國對台灣民主發展的態度與影響。事實上，台灣

的民主發展並不始自於 1986 年或 1980 年代，而是在於此之前即開始（如發生於 1979 年

的高雄事件或美麗島事件）。而之所以選擇從 1986 年開始，是因為民主進步黨（民進黨）

於該年成立。一個強而有力的反對黨的成立並對原有之威權體制的執政黨構成執政上的

威脅，甚或是有取代的可能，此為民主化或民主發展的一個重要里程碑。因此本文的研

究主要是從 1986 年或 1980 年代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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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華盛頓對威權統治時期的台灣民主運動是同情、支持並且鼓勵

的；對民主化啟動後的政治改革基本上也是支持、鼓勵的（甚至以

軍事手段來保護可能遭受中國大陸武力侵犯的台灣民主成果，譬如

1996 年的台海危機）。然而當民主化推動下的政治議題碰觸到台灣

主權之爭議（如 1993 年開始提出的參與聯合國政策，1997 年開始

推動的參與世界衛生組織，1999 年的特殊兩國論等）或是牽動到台

灣獨立之可能的時候（2004 年的公民投票與 2008 年的「入聯公

投」），華盛頓的態度則轉趨保留，以致於採取不支持，甚至是反

對的立場。對此，國內外學者或批評美國在全球推動民主政體的建

立有其侷限性與雙重標準，或解釋美國的不一致態度乃是基於現實

主義之國家利益觀點而犧牲民主價值以換得和平與穩定。他們或持

學理分析或依現實政治觀察，亦提出一些不錯之研究（Schweller, 

2000: 41-62；Hendrickson and Tucker, 2005: 12-21；林文程、林正義，

2006：156；吳玉山，2002：7-26）。沿著這種結合理論與實務的研

究成果，本文以「霸權穩定論」之演化做為研究途徑，依循美國自

由霸權的內在特質，以及美國在實踐其「巨型戰略」（grand strategy）

時對台灣所做出的干預行為，提出一個結合霸權穩定論與美國對台

灣民主發展之角色的研究分析。  

所謂「霸權穩定論之演化途徑」（an evolutionary approach of 

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係指一個分析視野乃是沿著二次大戰結

束以來霸權國（美國）在國際政治中之扮演其領導角色是會隨著時

空與人事物的變遷而有所轉變，從而實踐不同形式的「霸權領導」。

由於自從二次大戰結束以來美國在國際政治上的領導角色已經歷過

多次的「演化」，而此「演化」的現象一方面反應了美國國家權力

的興盛、衰弱與再起，另一方面也呈現了美國在不同時期對國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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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之處理的不同思維與方式（宋學文，2004：172-174），因此透過

對美國在國際事務上之領導角色演變的觀察，我們發現華盛頓對某

單一議題的態度是深受其領導角色之演化的影響。詳言之，我們認

為選擇從「霸權穩定論」之演化的角度出發來理解美國對台灣民主

發展的影響可以基於以下三個理由：  

第一、「霸權穩定論」之演化的研究途徑首先立基於傳統的霸

權穩定論，而該理論不但秉承了現實主義有關在單極體

系下霸權國（美國）為維繫其「一超」之戰略優勢的國

家 權 力 分 析 ， 且 亦 吻 合 霸 權 國 如 何 透 過 國 際 制 度

（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來達成其國家利益的企圖

（Keohane, 1984: 31-46），它是最適合用於解釋維繫霸

權國利益的理論基礎。
3 而從區域政經發展的角度來

說，美國在東亞之政治、經濟及軍事力量的存在不只是

該區域和平穩定與軍事安全的重要支持力量，同時它也

對該區域以及區域裡的國家之經濟發展、貿易流通、與

科技躍升發揮了正面深遠的影響，而這些又是它們邁向

民主政治的重要基礎（Rostow, 1986; Ikenberry, 2004: 

354-358）。而在台灣民主化的經驗上，當其民主發展之

                                                        
3. 霸權穩定論在此一研究主題上的優勢涵蓋兩個面向：其一、霸權穩定的理論觀點與政策

實踐是跨越了冷戰的結束，即不論是冷戰時期或後冷戰時期，美國霸權的存在都是維繫

東亞區域和平的重要基礎。雖然在 1970 與 1980 年代美國國力與霸權有呈現下滑、式微

的趨勢，但隨著冷戰的結束與單極體系的到來，美國在國際事務上的作用與影響依舊說

明了它是世界唯一的超強。其二、霸權穩定的觀點與實踐是超越了傳統現實主義之權力

平衡（ balance of power ）的眼界，進而融合了權力平衡與經濟互賴（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於有形或無形、正式或非正式、以及雙邊或多邊的國際建制安排當中

（Ikenberry, 2004: 354-358）。顯見的是霸權穩定論超越了現實主義與新現實主義的理論

實踐，進而兼具著它們兩者與新自由制度主義的精神落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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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可能受到區域強權（中國）的武力威脅時（如 1995-96

年的台海危機），以及該民主發展可能引發區域之和平

穩定出現動盪時（如 2007-08 年的以台灣之名加入聯合

國公民投票），美國會基於「霸權」角色的扮演以及在

維持區域安全「穩定」的前提下，對台灣民主化所可能

衍生的政治後果（如北京武力犯台）或正在進行的政治

選擇（如加入聯合國公民投票）做相當程度地「介入」、

「干預」或「管控」（前者以航空母艦戰鬥群之派遣，

後者以外交反對辭令之表達）。
4 美國的如此反應正說

明了霸權存在的宗旨，並非針對任何一國的支持或節

制，乃在維繫其國家之核心利益，以鞏固其霸權地位的

持續。  

第二、後冷戰時期的美國在鞏固其霸權地位時，其戰略作法與

傳統之霸權穩定論並非完全一致，它逐漸由強調軍事或

政治的戰略轉為除了軍事、政治亦強調民主自由與人權

保障，重視國際經濟貿易，並且努力實踐其所承諾、建

立的國際多邊建制（Haggard and Simmons, 1987: 502; 

Ikenberry, 1999a: 23-28）。
5 換言之，要解釋後冷戰時

                                                        
4. 本文所指之「干預」並非軍事干預而已。事實上，美國在其領導角色的扮演上是會考量

面對中國強大之國力與中國崛起之優勢，斟酌美國在兩岸關係之干預程度。 

5. 後冷戰時期美國之全球戰略佈署之邏輯已由傳統式之「霸權觀」逐漸演化出帶有新自由

制度主義（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之「自由霸權觀」。美國自由霸權有許多的特色，

諸如：重視民主的價值與決策過程，強調多邊主義的合作與干預模式，以及追求符合美

國國家利益與國際「綜合安全」（comprehensive security）之「全球治理」的實踐等（宋

學文、黃子哲，2002：93），而其中對自由、民主、與人權人道的重視與推廣可謂是美

國自由霸權的重要特質，同時也是傳統美國外交政策裡極具重要性的一章（Muravch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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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美國霸權」，我們已不能用傳統的霸權穩定論來

解釋或分析，而必須由 John Ikenberry 等人所強調的「美

國自由霸權」（American liberal hegemony）之相關理論

來說明美國在後冷戰時期是兼具著「現實主義」（強調

美國國家利益）與「自由主義」（重視自由民主價值）

的思維和策略以遂行其在國際事務上的巨型戰略與霸權

穩定（Wang, 2003; Owen, 2006; Green and Twining, 

2008），
6 因為美國既是一個充滿自由主義與理想色彩

的國際政治、軍事強權，也是一個講求務實、以現實利

益為導向的理想主義國度。從此一角度來說，一個邁向

民主，經歷民主轉型的台灣會是為美國所樂見的（基於

美國擁有自由主義的國家特質）；但是當台灣民主化的

結果可能引發區域的不穩定並且破壞國際和平時（可能

是來自中國的軍事入侵，或是激起中國的軍事威脅），

美國會基於穩定區域秩序的原則而務實地介入與干預，

控管並防止雙方擴大衝突以致於走向戰爭（基於美國現

實主義的國家利益）。這既呼應了美國的自由霸權，同

時也印證了前述美國將區域的和平穩定視為是最重要的

前提條件。  

第三、美國自由霸權的存在既以維繫區域的安全與穩定為最高

目標，加以它既重視現實主義之國家利益，且強調自由

主義之民主、人權、人道、平等、與經濟互惠等價值，

                                                                                                                                
1991: 6-8, 17-18; Diamond, 1992: 28-31; Smith, 1994: 3-33; Brinkley, 1997: 117, 120-123; 

Peceny, 1999: 1-3; Monten, 2005: 113）。 

6. 關於美國自由霸權的介紹，請參照 Ikenberry (1999a: 2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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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華盛頓在後冷戰時期逐漸發展出它對國際事務進行

干涉的「新自由主義之干預模式」。
7 在歷經 1990 年代

對東帝汶、科索沃、波士尼亞、與盧安達等國的人權、

人道干預之後，二十一世紀的美國更基於反恐戰爭的進

行而強力推動海外民主政體的建立。就此發展而言，除

了 Ikenberry 之外，美國不少學者如 Joseph Nye, Jr.與

Robert Keohane 等人亦強調，美國若要使其「霸權國」

得以持續與鞏固，則美國必須在傳統霸權國之核心元素

（政治外交、國防軍事及經濟）外，融入更多的「軟權

力」（soft power），如民主、人權及自由之精神，並且

在國際事務之運作機制方面，亦需在傳統之雙邊主義

外，推動更廣泛的多邊主義，如此才能促使霸權國的優

勢 得 以 延 續 （ Ikenberry, 2002: 213-238; Nye, 2002; 

Keohane, 1984；陳欣之，2006：128-134）。  

基於上述的理由，本篇論文發展如下：首先，我們從霸權穩定

論之演化的角度出發去解釋美國在冷戰前後的東亞巨型戰略，並且

說明維繫、穩固該區域的和平與穩定乃是美國對此國際秩序的基本

態度；和平穩定既是民主發展的基礎也是前提條件，同時也是美國

介入、干預台灣民主發展的重要理由。其次，從美國現實主義之自

由霸權的特質來說明華盛頓之所以藉由其力量的展現而達到它對自

由民主價值的實踐，以及他對台灣民主發展「既採現實主義也採自

由主義」之邏輯。再其次，我們從美國的干預行為探究華盛頓如何

                                                        
7. 所謂「新自由主義干預」，乃是不同於威爾遜式的「理想主義干預」，係指後冷戰時期

美國的干預行為巧妙地結合「自由主義」所強調的民主、自由、平等、人道等精神與「現

實主義」所注重的國家利益（Merry, 1999: 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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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國際民主、人權與人道的落實，以及它對台灣民主發展的影響

方式。最後，本文歸結：就算美國對台灣之外交政策是基於戰略、

軍事與安全的現實利益，美國還是會傾向於以「支持台灣之民主政

治」或「支持台灣之民主政體」為「口號」或「理由」來「正當化」

（ legitimate or justify）美國對台灣與兩岸關係的干預行為。  

二、美國因素與台灣民主： 
「霸權穩定論」之演化途徑 

如前所述，台灣的民主政治是在美國基於霸權角色的扮演以及

在維持區域穩定的前提下所進行、發展。但是關於美國的霸權角色

以及它在國際事務上的領導風格，其本身則經歷了幾個不同階段的

「演化」，而這也反映在本文所謂「霸權穩定論」之演化的觀點。  

(一) 「霸權穩定論」之演化  

1. 國際經濟的霸權穩定論 

「霸權穩定論」最早乃是在 1970 年代由美國的政治經濟學家

Charles P. Kindleberger 所提出。而當初理論所揭櫫的是霸權存在對

國際金融、貿易與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而非強調霸權存在對國際

或區域軍事安全的貢獻（但後來霸權穩定理論則演化成強調霸權對

兩者具有同等的重要性）（Kindleberger, 1973; Kindleberger, 1981；

Krasner, 1976；Gilpin, 1987；宋學文、黃子哲，2002）。有關霸權

穩定論研究的初期是嘗試去回應一個當代國際政治經濟學裡的核心

問題—即如何穩定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國際經濟與金融秩序，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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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戰後的經濟重建與發展？支持霸權穩定論的學者認為國際經濟

的穩定與發展需要一個「穩定者」（stabilizer）提供國際經貿與金

融之安全環境，例如：交易的市場、穩定的資金、流通的貨幣體系，

並且某種程度地管理貨幣兌換利率，以及協調國家內部的貨幣政策

等（Kindleberger, 1981: 247）。Kindleberger 認為應該由單一強國霸

權來主導、提供上述之條件是最有利於國際經濟秩序的建立、穩定、

與發展。他認為霸權的定位是去除「宰制」（dominance）的元素進

而強調其「領導」（ leadership）的特質。做為國際經濟秩序的領導

者來說，一方面，霸權是有能力（capacity）對其他國家在國際經濟

領域提供公共財（public goods）的服務，包括各種國際制度、建制

的設立、規範、管理與維繫，以及各國之間的溝通、協調與談判等，

同時也包括提供開放的國際貿易市場、充足的資金援助流通、以及

穩定的國際貨幣體制等；另一方面，霸權國必須有意願（will）也

同時有責任（ responsibility）來協助國際經濟秩序的建立與發展，

而不是以唯利是圖的心態去掠奪（exploitation）其他國家或世界的

資源而豐厚自己（Kindleberger, 1981: 242-245）。  

何以霸權國願意如此扮演此一角色？本文認為：其一，從市場

交易理論來說，霸權國之所以向國際社會提供集體公共財的服務乃

是因為霸權國會是霸權穩定體系中最主要的受惠者（Haggard and 

Simmons, 1987: 502-503）。其二、美國在二次大戰之後一方面在全

球各地之政治、軍事與經濟皆涉入極深，美國與各國之相互依賴日

益加深；另一方面，在二次世界大戰後冷戰接著來臨，美國為了防

堵共產主義之擴張亟需有一個自由開放與穩定健全的國際經濟與金

融秩序做為基礎，因此由美國所領導的穩定之「國際經濟秩序」會

是和平之「國際政治與安全秩序」的重要基石（ Ikenberry,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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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173）。
8 而這樣的思維也為後期之霸權穩定論提供了理論發展

之重要依據。  

2. 國際政治與安全的霸權穩定論  

1970 年代末期霸權穩定論開始被運用在解釋霸權國對國際政

治與安全的影響與貢獻。Robert Gilpin 即認為國際間的安全與秩序

是必須依靠一個強而有力的霸權國來支撐與維繫；而也唯有霸權國

具有這樣的實力，以及扮演一個國際領導者的意願，來向國際社會

提供安全與穩定的條件（Gilpin, 1981; Gilpin, 1987）。透過霸權對

國際政治秩序與軍事安全做出制度的安排，以及公共財的提供，世

界與區域的安全、和平、與穩定將獲得維繫與鞏固。其運作之邏輯

與機制為：一方面因為霸權在政治、外交、經濟、與軍事上具有明

顯的優勢，以致於區域內的強權國家或敵對國家不敢輕易地向霸權

做出侵犯、挑戰；另一方面因為透過多邊（如：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或雙邊（如：美日安保條約、美韓共同防禦條約）之軍事安全體制

的建立，霸權可以選擇藉由與其盟邦或戰略伙伴之間的合作，進而

透過國際組織、國際建制與規範等以維繫、鞏固全球或區域的和平

穩定（Keohane, 1984: 135-181; Gilpin, 1987: 72-80; Ikenberry, 2004: 

354-358）。與「國際經濟的霸權穩定論」相似的邏輯，Gilpin 亦認

為霸權之所以有意識地提供公共財以維持國際體系的安全、和平、

                                                        
8. 然而究竟是「開放的世界經濟體系」造就了「穩定的國際政治、安全秩序」？亦或是「穩

定的國際政治、安全秩序」成就了「開放的世界經濟體系」？這是有所爭辯的兩個命題。

與前述論點相較，Ikenberry 自己與 Robert Gilpin 卻又認為，由美國所建立起的安全秩序

對一個開放全球與區域之經濟是非常重要的；諸多東亞國家（日本、南韓、與台灣）的

經濟發展與奇蹟是受惠於美國軍事保護、財力支助（美援）、以及市場提供等等（Gilpin, 

2000: 52-87; Ikenberry, 2004: 356-357）。 



12 東吳政治學報/2011/第二十九卷第三期 

 

與穩定乃是基於霸權國家自身的國家利益考量，因為這樣外在國際

環境的創造，非但使其同盟或戰略伙伴成為穩定秩序的受益者，同

時也讓霸權自己成為最大的受惠者（Gilpin, 1987）。  

3. 強調民主自由與多邊主義之「美國自由霸權」  

到了後冷戰時期，不少學者認為美國作為全球唯一的超強應該

更加強調、發揮它在民主、人權與自由等價值方面，注重其「領導

權」與「軟實力」在國際事務上的作用，並且在「多邊主義」的功

能上多所著墨，以符合全球民主化的潮流。如此呈現的美國自由霸

權觀一方面不同於只專注在物質條件上（經濟、政治與安全）的傳

統霸權穩定論，另一方面也迥異於歷史過往的其他強權，而是既重

視美國在「現實主義」方面的一般國家性格（注重國家利益），也

強調美國在「自由主義」方面的特殊性格（重視非物質的自由、民

主與人權之價值）。美國自由霸權論認為，由於美國內在的民主體

制，重視自由民主的價值，且強調民主的決策過程，加以它外在對

自我權力的設限，對國際組織與建制的推動，以及基於自由民主與

人道人權的普世價值而發動對其他國家內政的干預，這些都將塑造

國際關係的新秩序，提供國際秩序發展一個穩定與安全的環境，並

且讓美國的領導地位與國家利益得以獲得延續（ Ikenberry, 2001; 

Nye, 2002）（關於美國自由霸權的介紹以及它對台灣民主發展的影

響請參照本文第三節）。  

(二) 從霸權穩定論分析美國對台灣民主發展的影響 

不論是從霸權穩定論的名稱看來，或是從它的內容而定，我們

可以歸結出：霸權國的存在與付出對國際經濟與安全的穩定、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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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十分的重要；而維持國際秩序的和平與穩定（包括國際經貿與軍

事安全）也是霸權國能否持續其霸權之最核心命題。第二次世界大

戰之後的全球或區域秩序，包括冷戰時期與後冷戰時期，即充分反

映出霸權穩定論的觀點；對東亞的政治、經濟、與軍事安全來說，

戰後美國霸權的存在與駐留即是該區域過去沒有出現如同兩次世界

大戰之大規模動盪與失序的關鍵因素（Armitage and Nye, 2007: 1-3; 

Chu, 2003: 127-163）。在對台灣民主發展的作用上，美國對台灣威

權政府的施壓則若干程度導致了威權政體的弱化與鬆綁（政治面向）

（Rigger, 2005）；美國霸權之下所創造之和平、穩定的台灣海峽則

提供了台灣民主轉型一個相對安穩的外部環境（安全面向）（Adesnik 

and Mcfaul, 2006）；而美國對台灣的經濟援助則相當程度促成了台

灣依循現代化理論所揭櫫的「由經濟發展而邁向政治民主」的發展

模式（經濟面向）（Rostow, 1986; Ikenberry, 2004: 354-358）。而基

於霸權穩定的存在與持續，對於中國在台灣民主進展上的軍事恫

嚇，以及對台灣民主發展所可能造成的安全威脅，美國都適時、現

實主義地（realistically）予以回應和干預。  

1. 美國霸權穩定對台灣民主發展的影響：國際政治與安全的面向 

對台灣的民主發展而言，一個由霸權國（美國）所主導的和平

外部環境（東亞與台灣海峽）是有助於台灣建立起穩定的國內秩序，

而穩定的國內秩序則有利於民主政治的萌芽。美國於第二次世界大

戰後在東亞和平與穩定的作用與發揮主要是透過單邊主義的雙邊同

盟（bilateral alliances）之建立與維持，而非如同其對歐洲的安排，

是採取多邊主義的集體防衛（ collective defense）或集體安全

（collective security）之制度設計（Ikenberry, 2004: 354-355; Cha, 

2009/10: 158-163）。所謂的單邊主義，是指由華盛頓單方面地對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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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進行政治外交、經濟、及軍事安全的作用與影響，而不透過與

第三國或更多的第三國之間的共同協商與討論。雙邊同盟則是指華

盛頓與第二國簽訂正式的共同防衛條約，雙方關係為軍事同盟關

係。如同 John Ikenberry 所言，美國霸權下單邊主義之雙邊同盟的

操作實施在東北亞（日本、南韓、台灣）比在東南亞來得成功

（Ikenberry, 2004: 355）。在軍事安全防衛上，美國於 1950 年代至

1960 年代之間在東北亞地區即透過與日本、南韓、台灣（中華民國）

三個國家建立起堅強的雙邊安全關係（hard bilateral security ties），

透過與三者的共同防衛與軍事合作之同盟關係的建立而撐起該區域

的安全、穩定與和平。此三個雙邊的軍事同盟關係分別是 1951 年美

國與日本訂定的「美日安全條約」（The Security Trea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以及 1960 年美國與日本簽訂的「美日共

同合作與安全條約」（The Treaty of Mutual Cooperation and Securi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此條約乃是以前條約為基礎

所立的新約）；1953 年美國與南韓簽訂「美韓共同防衛條約」（The 

U.S.-R.O.K. Mutual Defense Treaty）；
9 以及 1954 年美國與在台灣

的中華民國政府簽訂之「中美共同防禦條約」（Sino-American Mutual 

Defense Treaty）。美韓與美日的同盟關係至今依然存在，但是美國

與中華民國（台灣）的同盟關係則隨著華盛頓轉向承認北京而於

1979 年 1 月 1 日結束，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也隨之在 1980 年 1 月 1

日失效與解除；取而代之的乃是由較為複雜的美中（北京）雙邊三

項公報（1972 上海公報、1979 建交公報、1982 八一七公報）與美

國單邊對台（台北）的台灣關係法（Taiwan Relations Act, TRA）共

                                                        
9. 關於美韓同盟關係，參照：美國國務院網站（U.S. Department of State, 2011a）；關於美

日同盟關係，參照：美國國務院網站（U.S. Department of State, 2011b）。 



美國對台灣民主發展之影響  15 

 

同建立起對台灣海峽和平穩定的規範架構（ Chu and Nathan, 

2007-2008: 79；林文程、林正義，2006：136-137）。不論是冷戰或

後冷戰時期，美國霸權與東北亞國家所共築的雙邊安全關係皆有一

個共同的防禦對象—冷戰時期乃指向蘇聯及其共產集團；後冷戰時

期則指向北韓與中國這兩個區域安全的潛在威脅國家。從霸權穩定

論的觀點來看，美國非但是最有意願、能力、與責任扮演此一「穩

定者」的角色，提供「公共財」（包括政治與外交的支持，駐軍與

軍費的支出）以做為亞太區域安全之基石，同時這樣的和平穩定環

境對美國及其盟邦，乃至中國、北韓與整個國際社會，都是受益者

（避免受到戰事爭端的波及）。  

除了創造有利於民主萌芽的區域穩定秩序外，基於霸權穩定論

的精神與維持區域和平、穩定的前提（利益之所在），美國對台灣

民主發展所衍生的統獨爭議與國際效應更以霸權之姿採取「雙重嚇

阻」（dual deterrence）與「雙重保證」（dual assurance）的平衡方

式以防止北京或台北任何一方去破壞和平與穩定：一方面華盛頓要

求北京不能以武力的方式解決台灣問題；另一方面華盛頓則拒絕接

受或承認台北任何可能走向法理獨立的政治進程（Christensen, 2002: 

8; Lieberthal, 2005: 54-56; Tucker, 2005: 1-15; Clark, 2006: 

130-132）。前者最顯著的例子即是 1995-96 年的台海危機，由於台

灣首次舉行總統直接選舉（象徵主權獨立之國家與民主轉型的里程

碑），且當時以被北京視為台獨份子、中國分離主義者的李登輝之

勝選呼聲最高，於是中國在台灣附近海域進行一系列的飛彈試射與

軍 事 演 習 。 值 此 危 機 之 時 ， 美 國 政 府 則 派 遣 獨 立 號 （ USS 

Independence CVL-22）與尼米茲號（USS Nimitz CVN-68）兩航空

母艦戰鬥群「巡弋」台灣近海。爾後，美國國會更進行一系列在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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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上有利於台灣的動作（雖然美國政府也以「三不政策」做出有利

於中國的回應），包括國會提案將台灣納入戰區飛彈防禦體系

（Theater Missile Defense, TMD）（1999）與推動台灣安全加強法

（Taiwan Security Enhancement Act, TSEA）（1999），同時也在政

治上表示對 2000 年台灣的總統選舉，不論是誰當選，美國不會坐視

中國以武力的方式干預台灣的大選（ 2000）（宋學文， 2001：

101-103）。這些發展顯示，做為「霸權」的美國在維持區域「安全

穩定」的前提下會干預與反制（counterbalancing）中國對民主台灣

的軍事威脅（林正義，2007）。換言之，當台灣的民主發展受到武

力威脅時，華盛頓會出面保護台灣，此即為呼應了 John Ikenberry

等人所強調的新的美國自由霸權，除了考量軍事、政治及戰略之需

求外，亦更廣泛且積極地納入對其盟國之民主與自由的支持。  

美國這種以「民主領導者」的姿態而對台灣進行干預或影響的

例子頗多，其中若只是「單純的」台灣民主運動，一般來說，美國

傾向給予支持；但若台灣之民主運動涉及敏感的台灣主權或兩岸衝

突，則美國的態度往往變為更謹慎，甚至保守或反對，這些例子包

括 1993 年台灣開始提出的參與聯合國政策，1999 年李登輝前總統

發表「特殊國與國關係」（兩國論），以及 2004 年與 2008 年民進

黨政府所推動的公民投票（特別是 2008 年的以台灣之名加入聯合國

之公民投票）等。對於這些台灣民主化進程中所提出的議題，華盛

頓多表示保留，甚至是公開地不支持、或是反對。
10 其根本原因即

在於美國擔心台灣單方面的行動（走向法理獨立）極可能改變台灣

海峽的現狀，進而引起中國的武力侵犯，危及台海的和平與穩定，

                                                        
10. 以 2008 年的「以台灣之名加入聯合國之公民投票」為例，華盛頓即清楚地表示反對台灣

推動此一議題，參照：（U.S. Department of State, 2007; Christensen, 2007; Chen,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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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迫使美國必須捲入兩岸的軍事衝突之中，而這樣的演變顯然是

違反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以及在該政策底下行之多年的美國利益

（當然美國亦警告北京不可單方面地使用武力改變台海現狀）（林

正義，2007）。華盛頓這樣的態度與反應正也說明了，台灣的民主

政治必須是在美國霸權所規範的國際秩序當中發展、運作，台灣民

主發展的結果不能挑戰、改變、與違反美國的基本國家利益，即保

持區域的安全、和平、與穩定。  

2. 美國霸權穩定對台灣民主發展的影響：國際經濟的面向  

在經濟穩定發展上，一方面如前所言，美國透過單邊主義之雙

邊軍事同盟而提供東北亞區域與國家一個安全穩定的國際環境，此

安穩的外部環境則相對有助於各國創造安穩的內部環境。而一個安

穩的內部環境非但有助於國家內部的經濟成長、民主發芽，同時也

回饋、增加國家之外的區域與全球之國際貿易、經濟互賴（Wan, 2008: 

158-159），
11 並且維繫、鞏固美國與盟邦所構築的區域安全秩序。

如此，霸權國（美國）與接受霸權領導國（日本、南韓、與台灣）

之間的軍事、政治、經濟形成一種相輔相成的關係。譬如，美國於

二次世界大戰後在亞太地區採取類似戰後的歐洲復興計畫，透過對

東北亞區域國家的個別經濟奧援（美援）而協助其經濟發展，進而

達成該國家之政治、經濟、社會的穩定與成長，以及區域軍事安全

的穩定與和平。例如：從 1950 年到 1979 年的三十年之間，在經濟

援助上，美國分別對日本支助了 12.32 億美元，對南韓支助了 57.22

億美元，對台灣支助了 14.64 億美元（USAID,1950-1979a）；在軍

事援助上，美國分別對日本支助了 12.40 億美元，對南韓支助了 75.19

                                                        
11. 關於經濟相互依賴（economic interdependence）的論點，可參閱 Keohane and Nye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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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美元，對台灣支助了 42.27 億美元（USAID, 1950-1979b）。美國

對日本、南韓、與台灣的經濟援助非但幫助了三個國家的經濟起飛，

社會進步，與人民生活改善；也幫助了南韓與台灣的威權政府保持

了暫時的統治正當性（稍候的經濟成長則促成了南韓與台灣的政治

民主化，進而削弱了兩個威權政體的統治基礎）（Adesnik and Mcfaul, 

2006: 7-10）；並且也維繫、強化了美國在此區域的國家利益與領導

地位。  

總結來說，霸權穩定論在國際政治與安全的面向說明了美國在

東亞的存在創造了有利台灣民主發展的內外環境；而霸權穩定論在

國際經濟的面向則說明了美國援助促成了台灣（與南韓）依循現代

化理論的發展模式–即先經濟發展後政治民主的發展途徑（Lipset, 

1959: 69-105）。兩者皆是促成台灣民主化的重要條件，而且相輔相

成。但其中最大的差別在於前者提供台灣在政治與軍事上的安全與

穩定，如此將有利於民主政治的生根；後者則提供台灣在經濟與民

生上的穩定與改善，如此將有助於民主政治的茁壯。附加說明的是，

在後冷戰時期台灣與南韓都不再經歷、享有華盛頓的美援，但由美

國所主導的多邊主義之「國際經濟霸權穩定」則依然發揮其影響與

作用，例如美國仍有能力影響，甚至主導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與世界銀行（World Bank）等國際組織作為霸權國之「代理

人」（agent）以遂行美國在國際社會之領導地位。由於台灣未經歷

像是南韓在 1997 年所經歷的金融危機，因此經驗上我們無從看出美

國多邊主義的「國際經濟霸權穩定」對台灣有何影響。但是國際貨

幣基金對 1997 年南韓的金融風暴所提供的經濟援助則說明了，美國

的「國際經濟霸權穩定」仍舊對東亞國家的經濟發展與穩定扮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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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關鍵的角色—如此說來，美國透過國際組織支撐的霸權穩定機

制依然存在，只是作用的方式由冷戰時期的「單邊式的美國提供援

助」轉換為後冷戰時期的「多邊式的國際組織提供援助」（因為多

邊主義下所形成的國際組織與建制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or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regimes 乃是霸權穩定理論與實踐的產物）。 

三、美國自由霸權與台灣民主 

(一) 美國自由霸權 

有別於傳統霸權穩定論之大多強調霸權國與支持國之「物質」

或「利益」的因素，John Ikenberry 在 1990 年代針對霸權穩定之演

化現象，從一個「美國自由霸權」的面向強調民主、自由等「非物

質」因素的重要性以解釋美國力量的特殊性（features of American 

power），以及美國如何創造一個以它為中心的國際政治、安全、與

經濟秩序（Ikenberry, 1999b: 124；Ikenberry, 2003: 541；宋學文，

2004 ： 172-174 ） 。 一 方 面 ， 美 國 自 由 霸 權 透 過 多 邊 主 義

（multilateralism）與以規範為基礎的協議（rule-based agreements）

對美國本身做出「戰略約束」（strategic restraints）；另一方面，由

於霸權國所創造出來的國際秩序會吸引其他國家對該霸權國的跟

隨，進而化解如現實主義與新現實主義理論家所言，國際體系必定會

出現對美國霸權進行反制衡的力量（counterbalancing reaction）。整

體而言，後冷戰時期做為霸權的美國所顯現的特質有朝自由

（ liberal）、仁德（benevolent）的方向而演化的趨勢，其內涵包括

民主的政治制度、自由的價值意識與態度取向、以及在二次大戰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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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國際建制推動的承諾等等（ Ikenberry, 2001: 3, 24; Nye, 2003: 

74-75）。因此，「自由」、「仁德」與「制度化」此三項是美國自

由霸權的「國家人格特質」，它們促成美國服膺且實踐其所發起、

建立的國際組織與建制，並且對本身的權力進行自我約束，允許受

其安全與經濟保護的國家對美國進行不同意見的表達與討論，而這

樣的模式亦促成受保護國願意留在由美國所建立的規則與制度當中

（ Ikenberry, 1998/99: 43-78; Ikenberry, 2002: 215; Owen, 2002: 

240-241）。此外，基於自由的信念、認同、與意識型態，一方面美

國自由霸權也較其他類型的霸權更為推動人類社會的自由與繁榮，

在國際社會上致力於推廣自由主義與民主政治（Owen, 2002: 241）；

另一方面美國自由霸權也組成自由國家之間的安全共同體（security 

communities），有效降低該共同體內的安全困境問題，排除自由民

主國家之間，以及自由民主國家與非自由民主國家之間發生戰爭的

可能（Risse, 2002: 261, 264-265）。
12 

Ikenberry 指出，美國自由霸權與歷史過往的霸權和冷戰時期的

蘇聯有著許多的不同之處（Ikenberry, 1999a: 23-28; Ikenberry, 2004: 

356；宋學文、黃子哲，2002：92-94）：  

第一、  美國自由霸權比其他霸權更重視自由民主的價值與精

神，也更重視民主的決策過程。基於自由、平等、與人

權等自由主義的價值，美國外交政策有其特別的傳統—

向全世界推廣民主政治與自由人權。華盛頓一方面樂

見、鼓勵其他國家進行民主轉型，實施民主政治（消極

                                                        
12. 然而 Christopher Layne 卻持與 Risse 相反的見解，Layne 認為美國霸權的自由性格與意識

型態反而造成美國的過度擴張，不必要的海外軍事干預，以及介入若干應該可以避免的

戰爭。自由主義對美國的巨型戰略而言並不是成就和平，反而是招致毀滅（Layne, 

2006:118-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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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另一方面則可能主動干預，甚至以發動戰爭的手

段摧毀原有的威權獨裁政體而扶植、建立新的民主政體

（如伊拉克與阿富汗）（積極面）。雖說對外的干預仍

有可能採取軍事措施，然而該行動仍必須以廣大的美國

國內民意做基礎，加以民主的體制與文化，美國自由霸

權不易成為以侵略他國為目的的軍事霸權。  

第二、  以自由民主為價值的美國自由霸權會在其對外的干預

政策中尋求該政策的「正當性」與「合法性」，而民主、

人權、與人道救助等議題則將提供美國自由霸權之干預

行動更多、更廣之正當性與合法性的基礎（例如：1996

年美國對第三次台海危機之軍事干預以及 2009 年對台

灣八八水災之救援行動，兩者顯示美國是基於對民主政

體的保護，以及對人道救援的協助而將其介入與干預之

行為賦予正當性）。  

第三、  美國自由霸權所強調的是以多邊主義的原則來進行對

國際或他國事務的干涉。因此美國對外的干預行動將會

透過國際組織或與其盟友合作的方式來做「聯盟式」的

干預，而非依循單邊主義的方式進行介入。從此一角度

來看，美國對外實施干預政策時，會透過聯合國或其他

的國際組織來進行，這種多邊主義方式的採行將有助於

強化美國干預政策與行動的正當性、合法性，同時也讓

美國自由霸權受到國際組織、國際建制與規範的監督和

節制。  

然而就上述美國自由霸權之「自由」、「仁德」及「制度化」

三項特質以外，本文也必須強調美國自由霸權並非是完全地與純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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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entirely and purely）自由主義國家，而是兼具著務實與現實主

義（pragmatic and realistic）之國家利益考量的自由霸權（Owen, 2006; 

Green and Twining, 2008；宋學文、黃子哲，2002）。事實上，後冷

戰時期美國自由霸權所關心的議題不再單純地以政治外交或軍事安

全為重，它逐漸演化成為既重視軍事與政治外交的戰略，也強調民

主自由與人權保障，重視國際經濟貿易互賴等自由主義的信念與價

值（Ikenberry, 1999a: 23-28; Layne, 2006: 118-133）。美國會在「權

力平衡」、「經濟互賴」、與「自由民主」之間尋求一個既滿足美

國國家利益且符合自由主義精神的「綜合安全」考量。換言之，後

冷戰時期身為自由霸權的美國是兼具著「現實主義」（強調美國國

家利益）與「理想主義或自由主義」（重視自由民主價值）的思維

以進行它在國際事務上的參與或干預；美國既是一個充滿著自由主

義與理想色彩的國際政治、軍事強權，同時也是一個講求務實、以

實現自我國家利益為導向的理想主義行動者。甚至在美國的若干國

際干預上，「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或自由主義」的思維則互為

對方的奧援—以現實主義的理由（如：基於保護美國的國家安全與

利益）以及方式（如：軍事武力之行動）實踐其理想主義或自由主

義的訴求（建立民主政體、實踐民主政治、履行人權人道之保障、

創造和平）；以理想主義或自由主義的理由（民主政體、民主政治、

人權人道、國際和平）給予現實主義之思維與行動（國家安全、國

家利益、戰爭行為）「正當化」與「合理化」（對伊拉克與阿富汗

之戰爭即為顯著的例子）。然而，正也因為美國自由霸權無法完全

擺脫其「現實主義」的國家元素（如：基於國家之自私自利與運用

戰爭武力的方式），其在海外所進行的干預行動亦多引起國際之爭

論與抨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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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美國自由霸權對台灣民主發展的影響：以現實

主義為前提的自由民主 

 從美國自由霸權的角度來說，一個走向民主政體的台灣基本上

是被華盛頓所歡迎的，因為這符合美國的立國精神與國家特質—民

主的制度與注重自由、平等、人權、與人道的信念。另一方面，從

現實主義的角度而言，一個「親美的民主台灣」比起一個「親美的

威權台灣」是更為華盛頓所樂見的，因為這也契合美國的國家形象

（ image）（民主的美國理當也應該支持其他國家實踐民主政治），

更重要的是它不違背，反而是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親美並且不危

及台海的和平穩定）。
13 因此，無論是威權時代或民主化階段，美

國自由霸權對台灣的民主發展是持鼓勵與支持的態度，而這主要是

來自於其內在的自由民主特質，以及符合其國家利益與國家形象。

然而當台灣民主發展的結果可能受到區域強權威脅時（1995-96 年

的第三次台海危機），或該民主發展可能危及區域的和平穩定時

（2007-08 年的以台灣之名加入聯合國公民投票），美國自由霸權

                                                        
13. 就台灣的「對美國的態度」（親美 vs.反美）與「政體的選擇」（民主 vs.威權）兩個面向

來說，本文認為華盛頓對台北的偏好與選擇之優先順序會是如下：（1）親美的民主台灣

＞（2）親美的威權台灣＞（3）反美的民主台灣＞（4）反美的威權台灣。進一步來說，

從美國的立場思考其對台灣的支持偏好，華盛頓將先區分台北的對美態度是「親美」或

是「反美」；其次再思考台北的政體選擇是「民主」或「威權」。第一重思考是先考量

華盛頓與台北的「外部關係」，當然也就事涉雙方的國家利益。華盛頓對「親美政權」

的偏好會優於對「反美政權」的偏好（基於國家利益）。第二重思考則是涉及台北本身

的「內部選擇」問題。在親美的政權中，華盛頓對「民主政體」的偏好會優於對「威權

政體」的偏好（基於國家利益與國家形象）；在反美的政權裡，華盛頓對「民主政體」

的偏好還是會優於對「威權政體」的偏好（基於國家形象，此時已無國家利益考量，因

為基本上都是違反美國利益）。就此而言，「美國的國家利益」考量還是優於其「對民

主的支持」，這也呼應先前我們所論及，華盛頓對台北若干可能違反、危及區域安全的

民主化議題是不支持，甚至是反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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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基於自身國家利益的考量而務實地採取回應。前者乃以武力展現

的方式針對中國對台灣之安全威脅實施軍事性之干預，後者則以政

治外交的手段對台灣之民主化進行制約性之干預。兩者看似美國對

台與對中之立場頗不一致，但其精神皆在穩定亞太區域安全並且鞏

固美國之霸權國的領導地位，如此與「美國自由霸權」的面貌與精

神並不相左。  

 基本上，美國對不同階段與不同議題的台灣民主化進程是呈現

自由主義與現實主義兩者不同比重的思考。對早期台灣民主發展的

支持（蔣經國時期），華盛頓基於自由主義的情懷是多過於現實主

義的思維；而對中期與近期的台灣民主化之態度（李登輝與陳水扁

時期），華盛頓雖然依舊懷抱著自由主義的理想，但卻反映更多現

實主義的考量。首先在蔣經國時期，雖然一開始美國政府對台灣反

對黨（民主進步黨）的成立不表示評論，但之後對蔣經國接受華盛

頓郵報的專訪（蔣於專訪中表示將儘快廢止動員戡亂），民進黨成

立後首次參與選舉的勝利，以及國民黨政府宣布解除戒嚴與報禁等

等，華盛頓皆表現出期待與歡迎的態度（Chen, 2009: 141-152）（參

照：表一）。美國之所以正面回應台灣的政治改革、自由化與民主

化，一方面是根據它外交政策中的自由主義之意識型態與對民主政

治的嚮往（自由霸權的特質）；另一方面則是此時台灣的自由化與

民主化之進展極為有限，縱然有些許台灣獨立的聲音，卻遠不及後

來發展到揚棄「一個中國」原則的地步。從現實主義的角度來說，

華盛頓可毫無恐懼地要求威權的國民黨政府必須向反對勢力與改革

開放做出妥協、讓步（Dickson, 2002: 264-286; Roy, 2003: 158-164）。 

其次在李登輝執政期間，華盛頓對台灣所推動的政治民主化基

本上是支持的，一方面這是延續美國自由主義的價值；二方面美國

也希望台灣的民主化可以促進內部的政治穩定，同時也給予台灣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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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亞洲國家之民主發展帶來啟發（Diamond, 2002; Bush, 2005: 

70-92）；三方面這也符合美國在後冷戰時期的全球戰略佈局—即透

過「民主擴大」（democratic enlargement）或「民主拓展」（democratic 

promotion）而達成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和平共處（Muravchik, 1991; 

Diamond, 1992: 25-46; Talbott, 1996: 47-63），這些可謂都是美國自

由霸權特質的展現。然而隨著台灣民主化的開展，一個台北與華盛

頓（包括北京）都無可避免的問題也順勢產生，即台灣方面以李登

輝總統為代表的本土政權開始嘗試拋棄原先國民黨政府所固守的

「一個中國」原則，並尋求以民意支持為基礎（民主原則），具備

「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精神的政策，其具體行動包括：參與

聯合國政策的提出（1993），台灣舉行首屆之民選總統（1996），

參與世界衛生組織政策的提出（1997），以及特殊兩國論的提出

（1999）等等。由於這些議題或直接或間接地衝擊「一個中國」原

則與架構，並且極可能危及台灣海峽的安全、和平與穩定（李登輝

訪美後的 1995-96 年台海危機即為一例），因此華盛頓對此些議題

的態度則是非常「現實主義地」（ realistically）表示反對或不支持

（參照：表一）。
14 

                                                        
14. 美國並沒有不支持或反對 1996 年台灣第一次舉行的總統直接選舉，但由於該次選舉是在

中國對台灣近海實施一系列的軍事演習之下所進行，基於區域安全與穩定的考量（現實

主義因素），美國則派遣兩艘航空母艦戰鬥群「巡航」台灣近海以防止海峽雙方走向軍

事衝突或戰爭（以武力手段）。參照：第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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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美國自由霸權對台灣主要民主化議題的態度反應 

美國的態度  
台灣主要的民主化議題

支  持  不表評論
不支持，

但接受  
不支持  
/反對  

● 蔣經國時期

（1986-1988）  
    

 民進黨成立（1986）     

 解除戒嚴（1987）      

 開放黨禁（1988）      

● 李登輝時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88-2000）  
 召開國事會議（1990）     

 宣告內戰終止（1991）     

 國民大會全面改選

（1991）  
    

 憲政改革

（1991--1997）  
    

 開放黑名單人士返台

（1992）  
    

 廢除刑法第一百條

（1992）  
    

 立法院全面改選

（1992）  
    

 廢除動員戡亂時期

臨時條款與警備總

部（1992）  

    

 提出參與聯合國政策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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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登輝訪美（1995）     

 第一次總統直接選

舉（1996）  
    

 提出參與世界衛生

組織（1997）  
    

 提出特殊兩國論

（1999）  
    

● 陳水扁時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0-2008）  

 「台灣中國，一邊一

國」（2002）  
    

 護照封面加註台灣

（2003）  
    

 公民投票法入憲與立

法（2003）  
    

 提出制訂台灣新憲

法（2003）  
    

第一次全國公民投票

（2004）  
    

 政府機構與國營事

業正名（2004-2007）
  （內部） （外部） 

    終止國家統一綱領

與國家統一委員會

之運作（2006）  
   

 

    第二次全國公民投票

（入聯公投）

（2007--2008）  
   

 

資料來源：（Chen, 2009: 103-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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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陳水扁執政時期，由於陳所屬的民主進步黨為一形成於台灣

本土，講求台灣主體意識，以追求台灣獨立為目標的政黨，因此其

所推動的許多民主化議題皆在實踐「一個中國，一個台灣」，「台

灣中國，一邊一國」的理想（民進黨認為這些議題也是符合絕大多

數台灣的民意）。然而其中許多議題不只在國內存有爭議，在國外

也深刻地衝擊美—中—台三角關係，引來華盛頓與北京擔憂台灣真

地想邁向「法理獨立」（de jure independence），這些議題包括：

「台灣中國，一邊一國」論點的提出（2002），護照封面加註台灣

（2003），公民投票法入憲與立法（2003），提出制訂台灣新憲法

（2003），對政府機構與國營事業正名（2004-2007），第一次全國

公民投票舉行（2004），終止國家統一綱領與國家統一委員會之運

作（2006），第二次全國公民投票舉行（以台灣之名加入聯合國公

投）（2007-2008）等等。一如李登輝時期的情形，雖然華盛頓仍支

持 台 灣 進 行 民 主 深 化 與 民 主 鞏 固 （ democratic deepening and 

consolidation），但是對上述議題則非常現實主義地不予支持，甚至

是反對（參照：表一）。美國如此的態度一方面顯現其「自由霸權

者」對自由、民主信念的推崇，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也展現它

「霸權穩定者」對維持既有秩序的堅持；而且當兩者相互抵觸、衝

突的時候（「自由霸權者」vs.「霸權穩定者」），華盛頓會選擇做

為一個「霸權穩定者」。從自由霸權與霸權穩定論的角度看美國對

台灣民主發展的作用與影響，本文歸結：「穩定」優於「自由」；

「自由民主」必須是在「穩定和平」的基礎之上、條件之下、與範

圍之內發展、進行。準此，美國在冷戰時期對台灣民主政治的發展

確實發揮了正面的助益，同時它也是「霸權穩定理論」的實踐與展

現，即由霸權國家所提供穩定的國內與國外環境以及經濟發展確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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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台灣走向政治民主的重要前提與條件（如此也呼應現代化理論的

觀點）。但本文也必須指出，美國在後冷戰時期基於它的「自由霸

權」很「弔詭地」（paradoxically）一方面對台灣走在民主化的道路

上具有某種程度之正面的保護功能（即避免受到中國武力的侵犯，

例如 1996 年的台海危機），維繫此一新興民主政體的延續與發展；

另一方面對台灣透過民主深化、鞏固而邁向一個健全與完整的民主

政體則起了若干負面的壓抑作用，因為失去華盛頓支持或背書（甚

至是出自於華盛頓的反對）的民主化進程（例如事涉台灣主權與國

際代表權的公民投票），非但許多爭議（例如統獨、兩岸經濟整合、

政治協商與軍事互信機制之建立等）不易在台灣內部透過完整的民

主、和平方式（如公民投票）以形成共識並尋求解決，同時它對深

化與鞏固台灣民主化的成果，做為一個充分與完全自由意志展現的

民主政體，以及讓台灣欲藉由民主力量的發聲以達改善其國際地位

並且保障其國家安全的努力與嚮往功虧一簣。  

四、美國自由霸權的干預與台灣民主 

由於美國是第二次大戰之後的強權國家，也是冷戰結束之後的

唯一超級強權，一方面其國家利益廣佈在世界各地，二方面美國也

以肩負國際秩序的和平穩定，推動民主人權之普世價值為己任（前

者為霸權穩定論之實踐，後者為自由霸權的特質），因此不論是在

冷戰階段或後冷戰時期，華盛頓對他國在人道人權與自由民主之議

題上的涉入與干預處處可見。究竟美國自由霸權這一系列對外的干

預行為給我們在台灣民主的發展上有何思考與啟發？本節就干預的

方式（多邊主義 vs. 單邊主義，軍事入侵 vs. 非軍事入侵）探討美國



30 東吳政治學報/2011/第二十九卷第三期 

 

對台灣民主發展的影響（關於干預的性質，也就是干預是基於現實

主義或自由主義，請參照上述兩節）。  

(一) 美國自由霸權對台灣民主發展的干預(1)：美國

單邊主義的進行 

爾近國際社會與美國國內對美國外交政策的辯論，除了爭執華

盛頓之介入與干預他國事務乃是基於人道人權或自由民主的正當性

與合法性之外，另一個主要的爭辯就是華盛頓應該採取「多邊主義」

（multilateralism）或「單邊主義」（unilateralism）的方式進行干預。

15 歷史經驗顯示，後冷戰時期美國的人道干預經常與聯合國的維和

行動相結合（如對波士尼亞、東帝汶、與科索沃等），華盛頓乃是

透過多邊的國際組織（主要是聯合國）之參與、協商而發展出由美

國進行「實質領導」（substantial leadership），而聯合國採行「名

目領導」（nominal leadership）的多邊主義干預模式（宋學文、黃

子哲，2002：89）。
16 但是在對伊拉克與阿富汗的戰爭上，美國則

是在尋求多邊國際組織與其他多數國家的支持失敗後，採取單邊行

動的方式以進行其反恐戰爭與民主擴展。這兩相對照之下呈現了一

個弔詭：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欲藉由多邊主義的採行以實現國際

秩序穩定的理想，卻在某些特例上造成華盛頓採取單邊主義的方式

                                                        
15. 關於美國是否應該在海外推廣民主政治的辯論文獻，請參照：Doyle (2000)；Hendrickson 

and Tucker (2005)；Owen (2006)；Fukuyama and McFaul (2007-2008)。關於多邊主義與單

邊主義的爭辯文獻，請參照：Hass (1997)；Tucker (1999)；Patrick (2002)； Jentleson 

(2003-2004)。 

16. 多邊主義基本上有三大特色如下：一為不可分割性（indivisibility），二為非歧視性或普

遍性之行為原則（nondiscrimination or generalized principles of conduct），以及三為擴散

性互惠（diffuse reciprocity）。關於多邊主義的介紹，請參照：Ruggie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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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實踐（伊拉克與阿富汗戰爭）。如此基於「多邊主義的理想」卻

造成「單邊主義的結果」十分類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所遭遇的

情形—即華盛頓努力創造一個由集體安全體制（國際聯盟）所支撐

的國際秩序，最後美國自己卻抽離、放棄該國際組織的建立；積極

走入「多邊參與的國際主義」卻演變成消極退回「單邊保守的孤立

主義」。就此而言，美國在一開始採取多邊主義策略的時候似乎也

就埋下它未來極可能採取單邊行動的結果。
17 顯然許多支持多邊主

義的理論家與政策規劃者當初並未注意到，美國原先想藉由多邊的

國際建制對自己與其他國家做出戰略約束以限制各方力量的擴張，

卻造成美國成為該約束底下的最大「受害者」（因為美國被該國際

建制所「綁手綁腳」），最後迫使華盛頓必須選擇揚棄該建制與約

束而「千山萬水我獨行」。雖然如此，本文還是必須指出從 2001

年迄今的反恐戰爭與民主擴展之進行並非表示美國對國際事務的介

入已棄多邊主義而就單邊主義（Ikenberry, 2003: 533-550; Tharoor, 

2003: 67-80）；美國只是在某些案例與某段時間上採取單邊主義的

方式進行，而在後來的行動中仍繼續尋求多邊的合作與支持（U.S. 

The White House, 2008）。
18 最近的一個例子即為美國主張用多邊

主義的方式針對亞太地區之南中國海主權爭議的問題進行解決（U.S. 

Department of State, 2010）。  

而美國對台灣民主發展影響的方式（關於美國會是採取多邊主

                                                        
17. Owen 即認為越多、越積極的人道人權干預與海外的民主政體建立，其實也就代表越強大

的美國國力與影響力，而這也表示會有越多、越積極的美國單邊行動（Owen, 2006: 36）。 

18. 小布希總統於卸任前夕即表示美國將繼續致力於堅強的多邊合作以面對日益繁雜的國際

事務問題。參閱美國白宮網站（U.S. The White House, 2008）。歐巴瑪總統於 2010 年 5

月 27 日所公佈的美國國家安全戰略（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NSS）中亦強調，華盛頓

在全球力量的持續將透過尋求國際合作的方式予以實現（Obama, 2010: 4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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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或是單邊主義的爭論）主要是以華盛頓單邊行動為主，而非採取

多邊模式進行。相較於對波士尼亞、東帝汶與科索沃的干預之採取

多邊主義的方式（透過聯合國），美國對台灣民主發展的干預只有

單方面的行動，而未尋求其他第三國的配合或合作，也未透過聯合

國的決議以對台灣的民主化進行介入與干涉。本文認為此現象的產

生有一個結構因素與一個歷史因素。首先，結構因素乃是源自於二

次大戰後美國對亞洲與對歐洲所採行的安全架構之不同所致。由於

華盛頓對東亞的安全秩序是透過單邊主義的雙邊同盟之建立以維

持，而非如同其對歐洲的安排是採取多邊主義的集體安全設計

（Ikenberry, 2004: 354-355; Cha, 2009/2010: 158-163）（參照第二

節，（二）之 1），因此美國對台灣民主化進程與議題所引發的國

際效應主要是順著單邊的方式進行干涉。試想如果在東亞有一個類

似歐洲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西太平洋公約組織」（West Pacific 

Treaty Organization, WPTO）存在，而台灣也在該組織當中，則美國

對台灣民主發展可能遭遇或引發的潛在危機極有可能必須以多邊主

義的方式進行干預（包括是否將台灣排除在該集體安全體制之外的

問題亦然），因為台灣是此一國際多邊組織中的一員，美國極可能

必須參考或顧慮該組織之其他成員國對台灣問題的態度與反應。其

次，歷史因素係指台灣（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而其代表權為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取代。由於 1971 年台灣退出聯合國以及中華

民國在聯合國大會與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的席位被北京所取代，

加以中國極力將台灣問題予以「內政化」並且拒絕聯合國或國際社

會的介入，因此不論是美國、其他第三國（台灣的友邦或非友邦）、

以及聯合國本身，都難以透過聯合國的多邊方式對台灣民主發展進

行關切或干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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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美國自由霸權對台灣民主發展的干預(2)：政治

外交為主，必要時以軍事手段 

 在美國對他國人道人權或自由民主的干預行動中，華盛頓對非

民主之威權國家的干預方式與對民主國家的干預方式有極大差異，

而此一差異基本上也呼應了民主和平理論所揭櫫的國際政治原則—

即民主國家與民主國家很少會以戰爭的方式解決歧見；但民主國家

與非民主國家卻很有可能會以武力、戰爭的方式解決衝突。換言之，

美國對外干預方式的差別正是因為所欲干涉對象的政體型態

（ regime type）不同所致。華盛頓對民主國家內部的主流民意展現

以及民主政治運作很難有正當性與合法性以經濟制裁，甚至軍事入

侵的方式來進行干預，而至多只能採取政治外交的手段要求或施壓

民主國家的政府採取某項作為或不作為。相對地，華盛頓對非民主

國家之威權政府的反民主行徑與對人權、人道的迫害則有正當性的

理由（基於自由民主與人道人權的普世價值）透過各種手段的運用，

甚至是以戰爭、軍事入侵與佔領的方式（另一種形式的正義之戰），

迫使威權政府在若干議題上做出妥協與讓步，進而實行自由化與民

主化，做到人權保障與人道主義的落實（Muravchik, 1991: 91-118; 

Adesnik and Mcfaul, 2006: 7）。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美國對台灣民主發展影響的干預方式（軍

事入侵 vs.非軍事入侵）是以非軍事手段的政治與外交施壓為主，華

盛頓並沒有採取經濟制裁的干預，亦無對台發動軍事入侵或戰爭。

而美國對台灣民主發展的干預也沒有伴隨聯合國的介入（不論是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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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聯合國的決議，或者是聯合國部隊的維和行動）。
19 我們認為美

國對台灣民主的干預之所以沒有採取經濟制裁或軍事入侵的方式有

下列三個理由：第一、由於經濟制裁可能造成經濟的衰退與蕭條，

引發政治與社會的動盪失序，如此也將衝擊新誕生的民主政治，同

時也給予北京一個武力犯台的藉口（中國認為當台灣內部發生動亂

時，其將對台動武），這顯然違反霸權穩定論所強調的前提—安全

與穩定。就此，華盛頓並無理由以經濟制裁的方式干預台灣民主發

展。第二、根據民主和平理論，因為民主國家之間鮮少會以戰爭的

方式解決紛爭，因此民主的美國與民主的台灣（不論是民主轉型之

中，或已是民主鞏固）會兵戎相見基本上可能性不高。一方面華盛

頓沒有正當性與合法性以武力方式入侵台灣，尤其是針對台灣主流

民意與民主政治發動軍事攻擊；二方面台灣在政治外交與軍事安全

上是極度地依賴美國，且雙方存在著「準」或「非正式」的軍事同

盟關係，這都讓華盛頓沒有正當理由採取軍事干預的方式來處理台

灣內部的民主進展與政治議題。第三、以軍事武力方式干預台灣內

政，不論是入侵台灣或封鎖台灣周邊，這都強烈宣示美國（美軍）

對台灣主權的干涉與侵犯，如此極有可能引發中國強烈反彈與抗議

（中國亦認為當外國勢力入侵台灣時，其將對台動武）。基於以上

理由，美國對台灣民主政治發展的干預並未採取經濟制裁或軍事入

侵的方式進行，而是以政治、外交方法做出影響與干預。  

雖然美國對台灣民主發展的影響主要是以政治、外交的方式進

                                                        
19. 雖說美國對台灣民主發展的影響主要是以政治與外交途徑進行，但在該影響裡確有一極

大的弔詭之處，即美國對威權時代的國民黨政府乃是採取「加油加速式」地施壓、催促

以迫使其實施政治改革、自由化、與開放政治參與；對民主化階段的國民黨政府與民進

黨政府則以「放開油門式」地不支持或「踩煞車式」地反對兩者推動若干具有主權與統

獨爭議，以及可能引發台海危機的民主化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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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但是當台灣此一新興民主政體遭遇外來軍事武力威脅的時候，

美國會基於維持區域的安全與穩定（霸權穩定論），也基於保護新

興的民主政體而採取軍事手段進行干預，最顯著的例子即是 1996

年的台海危機（參照第二節，（二）之 1）。雖說該危機與台灣舉

行第一次總統直接選舉有關（北京認為具台獨色彩的李登輝之當選

機會很大，如此將加速台灣走向獨立、尋求國際承認）（Zhao, 1999: 

1-18），但台灣在此次選舉過程裡以及結束後並無宣布獨立，或更

改國號，亦無進行統一或獨立之公民投票，或加入聯合國之公民投

票等「台獨議題」，而中國則以軍事演習的方式企圖影響台灣民主

政治的進行，迫使台灣不往獨立的方向前進，甚至伺機改變台灣海

峽的現狀，如此引來美國嚴重的關切，於是柯林頓政府派遣獨立號

與尼米茲號兩艘航空母艦戰鬥群「巡弋」台灣近海以穩定台海的緊

張局勢（Zhao, 1999；宋學文，2001）。此一發展演變即說明，在

台灣沒有做出挑臖、刺激北京的舉動下而中國卻以武力進行威脅，

甚至是侵犯台灣時，華盛頓會以軍事的手段提供台灣在安全防衛上

的協助（林正義，2007）。本文認為美國採取軍事手段對台灣民主

所受之威脅的介入、干預與控管具有雙重的意義：其一是對台灣安

全的具體承諾，而對台灣安全的承諾也是對台灣海峽與東亞的安全

穩定之承諾，此乃為霸權穩定論的原則與實踐；其二是對台灣民主

的肯定與支持，而對台灣民主成就的肯定與支持正呼應美國重視民

主與自由等普世價值，此乃為美國自由霸權的精神與實踐。
20 就某

種層面來說，台灣的安全是延伸自台灣的自由與民主成就；台灣的

                                                        
20. 美國在台協會台北辦事處處長司徒文（William A. Stanton）即表示，對台軍售既是美國法

律（台灣關係法）的要求，也是美國對台灣的承諾；「美國很重視民主、自由等普世價

值，對美國而言，台灣是一個閃耀的民主典範（shining mode of democracy），美國不會

棄兩千三百萬的人民不顧」（自由時報，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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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與民主果實則是受惠於台灣的安全鞏固。而台灣安全與台灣民

主之間的關連性則是巧妙地由美國所主導的霸權穩定，美國的自由

霸權特質，以及美國對人道人權與自由民主的干預行為三者所串連

起來。  

五、結 論 

本文最主要是以「霸權穩定論」之演化做為研究途徑，依循政

治與安全的霸權穩定論，經濟的霸權穩定論，美國自由霸權的內在

特質，以及美國在實踐其巨型戰略（維持亞太的和平穩定）時對台

灣所做出的干預行為，提出一個結合霸權穩定論與美國對台灣民主

發展之影響的觀察與分析。我們認為必須透過對「美國自由霸權」

的瞭解才能更適切地解釋美國在台灣民主發展上的角色。而我們也

必須強調美國自由霸權觀是從傳統的霸權穩定論演化而來，其中最

大的差別乃是相較於傳統的霸權穩定論，美國自由霸權除了注重物

質的因素外（政治外交、軍事與經濟等國家力量），亦強調非物質

層面的因素（自由民主與人道人權的精神），以及  Joseph Nye Jr. 等

人所強調之「軟實力」（soft power）。
21 另外在國際事務的處理方

式上，美國自由霸權除了既有的雙邊制度之外，更強調多邊主義的

機制與運作。  

沿著霸權穩定論之演化的途徑探討美國在台灣民主發展上的角

色，我們發現台灣的民主發展是深受由美國所主導的國際環境與強

權政治所影響。而此一國際環境的秩序與邏輯最主要是先建立在「傳

統霸權穩定論」的思維之上，即基於維持區域的「安全、和平、穩

                                                        
21. 有關「軟實力」(soft power) 的文獻請參閱 Nye (2003)；Nye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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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前提與目標，華盛頓認為一個霸權國（美國）在該區域的存

在是必要也是關鍵，此霸權國不只提供政治外交與軍事安全方面的

和平與穩定，同時也提供國際經濟與國家民生方面的穩定與繁榮。

因為霸權的存在與目標乃在於創造、維繫、穩固區域的和平與穩定，

因此霸權會極力排除任何危害區域和平與穩定的因素。又因為美國

在後冷戰時期演化為一個重視且在海外推廣民主自由與人道人權等

普世價值的所謂「美國自由霸權」，於是台灣的民主政治遂在美國

的歡迎與鼓勵下大步成長。但卻也因為台灣民主化所衍生出的國家

認同分歧，主權與統獨爭議，以及這些議題再衍生所對台海和平穩

定可能形成的負面衝擊，因此美國基於「霸權」的角色與「穩定」

的前提遂對海峽兩岸雙方進行某種程度地介入、干預與控管，即一

方面華盛頓要求北京不能以武力的方式解決解決台灣問題；另一方

面華盛頓則拒絕接受或承認台北任何可能走向法理台獨的政治進

程。但基本上華盛頓則是鼓勵北京與台北雙方進行接觸與擴大交

流。這一系列美國對台灣民主的作用與影響其實都是在華盛頓的「霸

權穩定」與「自由霸權」脈絡下所進行，這也是本文之所以認為「霸

權穩定論」的演化途徑是理解美國影響台灣民主政治與國家安全的

一個嶄新之分析觀點。  

此外也就在美國霸權角色進行演化的脈絡底下，台灣的自由民

主與其國家安全問題則產生微妙的一種連結。本文認為在台灣沒有

進行任何「法理獨立」的前提下（包括宣佈獨立、廢除現行憲法與

制訂新憲法、進行統獨公民投票、以及進行加入以國家身份為必要

條件之國際組織的公民投票等），而中國卻採取軍事威脅或武力侵

犯的方式危及台灣安全時，美國會以軍事的手段提供台灣在安全防

衛上的協助，1996 年的第三次台海危機即為歷史經驗上的顯著例子

（林正義，2007）。其中美國以軍事手段干預台灣安全的選項可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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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保持或增加對台軍售（根據台灣關係法），擴大美台之間軍事

交流，派遣航空母艦「巡弋」台灣近海（1996 年第三次台海危機模

式），派兵間接參與戰爭（1958 年第二次台海危機模式），或派兵

直接參與戰爭等。除了傳統現實主義的「地緣政治」與「權力平衡」

觀點可做為解釋美國對台灣安全的軍事干預外，我們認為現今台灣

所擁有的「民主政治」、「民主政體」與「人道人權」等自由主義

之價值與信念也是美國關照台灣安全與台灣問題的重要思考依據，

並且做為它介入、干預台灣安全問題的重要理由。於是乎，沿著「霸

權穩定論」和「美國自由霸權」的精神與實踐，華盛頓將本於後冷

戰時期對國際秩序之和平穩定的重視，以及對人類文明普世價值的

強 調 而 對 民 主 的 台 灣 進 行 「 保 護 式 的 干 預 」 （ protective 

intervention），即干預的目的乃在於「保護台灣」（也保護美國的

國家利益）。此干預與前述之「雙重嚇阻」策略相互吻合，即一方

面防止中國以武力的方式解決台灣問題，另一方面則防範台灣以「法

理獨立」之訴求與行動而挑釁、刺激中國，兩者的目標皆在維持台

灣海峽與亞太區域的和平穩定，同時也對台灣安全提供保護與保

障。也因為如此，台灣安全與台灣民主遂發展成為一種「共生的」

（coexistent）與「共棲的」（symbiotic）關係—即台灣安全乃是從

它在自由民主上的成就延伸而來，台灣自由民主的持續與鞏固則是

受惠於台灣安全的保障，而兩者之間的連結乃是透過美國所主導的

霸權穩定，美國的自由霸權特質，以及美國對人道人權與自由民主

所做的干預三者所架構起來。就此而言，「霸權穩定論」之演化的

研究途徑確實也是提供我們理解台灣安全與台灣民主之關連性的一

個重要理論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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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we know, the United States is the most important 

outside factor in Taiwan’s political development. What is the 

U.S. influence on the island’s democratic transition? Does it 

promote democracy in Taiwan conditionally or unconditionally?  

Since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Washington’s leadership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has changed its focus from political, 

military, and economic matters to an emphasis on both material 

and nonmaterial factors, such as democracy, freedom, equity, 

and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Considering this transformation, 

this research paper examines the U.S. role in Taiwan’s 

democratic development from the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of 

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 followed by addressing traditional 

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 features of American lib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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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gemony, and its humanitarian and democratic intervention 

abroad. Basically, we argue that the U.S. is sympathetic and 

supportive of Taiwan’s democracy. During the post-Cold War 

period, however, because of China’s rise, stability in the 

Taiwan Strait and security in the Asia-Pacific area has become 

the core consideration of America’s Taiwan policy. The concern 

is based on both U.S. political, economic, and military interests 

and its support for liberal democracy. This development 

demonstrates why recently the scholarly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ppears to probe U.S. foreign interven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merican liberal hegemony” instead of the 

viewpoint of traditional 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 only, and it 

also echoes our evolutionary approach of 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 in this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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